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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语言规划多元化特征缘由探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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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摘 要:家庭语言是社会语言生活的组成部分,从微观层面印证社会语言生活的发展变化。家

庭语言规划是对家庭语言生活的管理。由于家庭类型、规划对象和家庭语言习得的多样性,家庭语

言规划呈现明显的多元化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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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语言规划的学术研究最初是从宏观层面即国家

层面开始的。家庭语言规划是语言规划的微观层

级。“众多的家庭实行单语制语言政策,是由于家庭

成员只会一种语言而导致的结果……跨种族、跨阶

层、跨宗教等形式的通婚、移居海外……等原因,使
得家庭中出现了第二语言,这样,家庭语言政策的情

况就变得更复杂了。”[1](P52)因而,家庭语言规划最明

显的特质就是多元化。家庭类型、规划对象和家庭

语言习得的多样性,是影响其多元化的主要因素。

  一、家庭类型的多样性

“家”和“庭”原本是两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字。
“家”,《说文解字》解释为:“居也。从宀,豭省声。”
“家”的本义是“蓄养生猪的稳定居所”。“庭”,《说文

解字》解释为:“宫中也。从广廷声。”“庭”的本义是

“宫中宽阔的殿堂”,后来扩大引申为“堂阶前宽阔的

坪地”。“家”和“庭”组成具有特定语义指向的双音

节名词。
家庭是社会学的关键词之一。有关家庭的含

义,大 多 是 从 社 会 学 角 度 描 述 的。如 JohnJ.
Macionis将家庭列为社会化机构之一。传统意义

上的家庭被视为一个由血缘、婚姻或者领养关系结

合在一起的社会群体,其成员共同生活、实现经济合

作并养育后代。也有学者认为,家庭是“一种社会组

织单元,单元中的成员主要来自血亲关系或由婚姻

构成的非血亲关系或模拟血亲关系”[2](P109)。美国

社会学家E.W.伯吉斯和 H.J.洛克也有类似的界

定:“家庭是被婚姻、血缘或收养的纽带联合起来的

人的群体,各人以其作为父母、夫妻或兄弟姐妹的社

会身份相互作用和交往,创造一个共同的文化。”
由此可见,国内外的定义都强调家庭成员关系

是群体关系。任何群体关系的维持、维护和沟通,都
离不开语言这一最基本的沟通交流工具和信息传达

工具。
“家庭是个历史范畴,它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

化而变化……无论是从家庭结构,还是从家庭功能

来看,家庭的发展从来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步伐和同

一模式。”[3](P153)从历时或共时的角度来看,家庭类

型纷繁复杂。家庭语言规划主要关注以下四种

类型。
(一)从居住区域分类:农村居民家庭和城镇居

民家庭

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对农村居民和

城镇居民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。在实践操作层

面,有的以户籍为依据,有的以居住地为依据。相较

而言,以稳定的居住地为参照标准,更便于调查、分
析和研究家庭语言现状。所以,本文所说的农村居

民家庭和城镇居民家庭,是以居住地为切分依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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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城市化进程中,农村和城镇的经济结构、社会

结构和空间结构都发生了相应的变迁[4]。在语言生

活方面,农村居民家庭和城镇居民家庭的语言使用

状况和语言能力有着明显的差异性。比如,周炜以

藏族家庭为研究对象,通过调查发现,城镇居民家庭

成员双语能力较强,家庭成员公共场所、家庭场景、
媒体语言使用情况分别是,藏语38%,汉语12%,双
语50%。农村居民家庭成员语言综合能力较低,公
共场所语言主要是藏语,占92%;家庭场景中均使

用藏语,汉语和双语的使用者几乎为零;新闻出版影

视语言主要是藏语。因此,90%以上的农村居民家

庭认为需要学习汉语,80%以上的家庭希望孩子汉

藏语兼通。
处于同一区域的家庭,由于家庭成员语言能力、

语言意识、语言态度等方面的个体差异,家庭语言的

选择、使用和传承以及对家庭成员的语言规划不尽

相同。王浩宇考察了天祝县天堂乡和东大滩乡两个

家庭民族语的传承情况及其语言规划:民族语在一

个家庭出现衰微与传承的断裂,基于对下一代语言

教育和未来发展的思考,家长重新考量了语言的认

同功能和使用功能,制定了“汉语为基础,英语优先,
藏语视情况而定”的语言习得规划;民族语在另一个

家庭则呈现复活与传承的延续,作为家庭中最有地

位和最具权威的语言人,家长的语言态度以及与之

相关的语言行为,不仅营造了民族语传承的家庭语

境,而且借此促进了孩子民族语水平的提高,因而,
民族语的使用价值和情感价值合而为一。

(二)从婚姻关系分类:族内通婚家庭和族际通

婚家庭

婚姻关系是家庭形成最主要的纽带。族内通婚

家庭,家庭语言选择和使用相对单一,家庭内部交际

语言大多是本族语或共同语。比如,在鄂温克族的

家庭内部,鄂温克语是人们日常的交流语言。同样,
“族内通婚的撒都人,在家庭内部,无论长辈与晚辈

之间的交流,或不同辈分人之间的对话,均使用撒都

语、汉语。长辈在给晚辈传授生产经验、生产常识

时,遇到表示新概念、新名称的词时,则使用汉语。
家人聊天、解决家庭事务时,使用撒都语。”[5](P205)

族际通婚家庭,由于夫妻双方来自不同的族群,
一般会出现双语制,甚至多语制。这种家庭是研究

家庭语言规划的最好场所。父母来自不同民族,操
不同民族语言,这既给孩子提供了更多的语言资源,
也给孩子带来了更多有益的语言选择对象。斯波斯

基描述过一种很典型的族际通婚家庭的语言状况:

父亲是美国语言学家,母亲是塞尔维亚人,一家人居

住在加拿大的法语城市,其家庭用语是德语,孩子在

学校学习英语,又可从周围环境中习得法语。苏·
赖特也记录了14世纪波西米亚王朝王室家族内部

由于族际通婚而出现的多语化现象。
族际通婚家庭,父母的语言意识、家庭的社会地

位、孩子接受的教育程度,都会影响家庭内部究竟选

择或使用哪种民族语。卡特赖特还特别指出了家庭

女性成员对家庭用语的潜在影响,“家庭用语可能会

使用多数族群语言,特别是作为家庭传统文化传承

人的女性成员来自那个群体时”[6](P193)。
(三)从代际层级分类:一代成员家庭、二代成员

家庭和三代成员家庭

代际关系,即两代人之间的人际关系。不同代

人对同一社会现象的看法各不相同,也就形成了以

自身群体为中心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现代社会,家
庭结构已由传统社会的主干家庭和联合大家庭转向

以核心家庭(nuclearfamily)为主导的小家庭。传

统的核心家庭,是指由一对夫妻及子女组成的家庭。
如果从代际层级上看,核心家庭只有二代家庭成员。
现代意义上的“小家庭”还包括一代成员家庭和三代

成员家庭。
一代成员家庭,即一对夫妻。通常,夫妻之间存

在因性别、年龄、生活阅历、成长环境和教育程度等

因素而产生的语言的细微差异,但是,他们的社会语

言背景还是基本相近的,也不存在家庭内部的权威

问题,因而,即使在语言选择或使用上出现矛盾或偏

差,也比较容易通过温和的渠道来调和、沟通。也有

学者印证了类似结论:夫妻俩使用的言语变体存在

语言系统上的差异时,能够通过相互顺应而使彼此

的语言靠拢。斯波斯基和库帕则把语言混合家庭夫

妻语言使用的默契称之为语言使用的惯性,即夫妻

婚后继续或习惯使用彼此初次见面时所使用的语

言。所以,一代成员家庭的语言规划相对单纯。
二代成员家庭,即家庭成员是两代人:父辈和孩

子,或祖辈和孩子。三代成员家庭,即家庭成员是三

代人———祖辈、父辈和孩子。这两类家庭由于代际

的差异,往往会出现一定的语言冲突,其语言规划主

要涉及两方面。
一是父母是否或如何控制孩子的语言。尽管家

庭语言规划是隐性规划,但父母对孩子的语言行为

可以是显性指令或强行规划,比如在家应该使用什

么语言,应该学习什么语言,能说什么和不能说什

么,等等。即使父母对孩子的语言行为放任自流,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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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质仍是显性的“默许”。
二是民族语或方言的传承和复活。语言只有被

使用、被传承,才有活力,才能生存。或者说,语言要

保持旺盛的活力和鲜活的生命力,需要静态的保护、
活态的保存和动态的使用传承。一种语言进入家

庭,成为家庭语言使用对象,就会面临两种走向:一
是语言得以传承和维持;一是语言流失,导致语言转

用。如果“一种语言或方言在家庭空间逐渐失守,便
意味着其濒临危险,意味着语言之根的动摇”[7]。因

此,家庭是语言传承、语言复活的最后屏障,是语言

生存的最后营垒。语言自然代际传承(naturalin-
tergenerationaltransmission)是语言维持的关键因

素。和学校的语言教育相比,家庭是语言实现自然

代际传承最有效的场所。在传承过程中,孩子和父

辈或祖辈的自愿程度多少会有差异。如果家庭中有

祖父母或其他年长的老人,则民族语或方言延续的

时间会更长。比如,大洋洲土著语言毛利语,到20
世纪末近于消亡,新西兰等国采取“祖孙传授”的方

式,希望把家庭的语言断层衔接起来,这种“祖孙传

授”法取得了一些成效。[7]语言复活也是如此。“人
们为了语言复活而付出各种努力,但只有当语言的

自然 代 际 传 承 起 作 用 的 时 候,语 言 复 活 才 会 出

现。”[8](P23)比如,希伯来语的复活就是依赖于语言的

自然代际传承,而爱尔兰语复活的失败则是因为把

语言维持的重任推给了学校。
(四)从是否迁移分类:移民家庭和非移民家庭

移民家庭,即迁往异地居住的家庭,可以是国家

间的迁移,也可以是本国城市间的迁移。移民家庭

的民族语传承、语言转用以及与之相关的系列问题,
是国外家庭语言规划研究的重点内容。费什曼的

“三代理论”很清晰地描述了移民家庭语言代际变化

的过程:第一代移民将新环境中使用的语言加入到

家庭语言中来,父母在家庭之外学习新语言,孩子则

通过学校教育学习新语言;第二代移民在双语环境

下成长,成为双语人;第三代移民已经普遍转用移民

地区主导语言,回归为单语人。第三代移民单语人

的身份标识标志着民族语在家庭语境中的流失。移

民家庭语言格局变化的基本轨迹是:单语人(祖裔

语)———双语人(祖裔语、新语言)———单语人(新语

言)。大量研究表明:移民家庭的语言转用和孩子反

抗祖裔语言的学习有关。这也是社会语言冲突在家

庭中的一种表现。“在移民家庭,孩子通常是参与社

会化进程的排头兵。”[1](P54)尽管父母的语言选择影

响着家庭的语言构成,但是孩子能够“决定全家人的

家庭语言”。在祖裔语言保持和孩子未来发展之间,
父母往往会选择后者,因而移民家庭后代的语言转

用也就成为必然趋势。移民家庭面临的家庭语言规

划问题,主要是如何既保持祖裔语言,同时又融入新

语言。
非移民家庭包括半移民家庭和本土家庭。和移

民家庭相比,非移民家庭面临的语言压力略小,其语

言冲突主要是本土语言(如方言)和通用语或共同语

的碰撞。这也是非移民家庭语言规划的主要关

注点。
人口的大量流动,呈现在语言上的态势,就是形

成越来越多大而杂的多语言区域。“语言多样性是

我们这个星球正常的生活状态。”[9](P271)所以,同化

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,并非明智之举。我们鼓励移

民家庭和非移民家庭构建多元文化主义和多语主义

的话语体系,实现家庭内部语言的共生共赢。

  二、家庭语言规划对象的多样性

家庭语言规划的对象是家庭所有成员。
(一)不同年龄层次家庭成员有不同的语言特点

和语言任务

李宇明将年龄划分为五个层次:0~6岁,为语

言习得关键期;7~18岁,为书面语最佳发展期;

19~40岁,为语言主用期;41~70岁,为语言保持

期;71岁以后,为语言衰退期。因而,由于语言需

求、语言特点不同,不同年龄阶段的语言使用也有所

不同。如,王浩宇、何俊芳分析了藏族居民不同年龄

段的语言水平:40岁以下的居民,汉语使用比例偏

高,藏语使用比例偏低;40岁以上的居民则正好相

反。左秀兰统计了不同年龄阶段方言的使用情况:

40岁以下的居民,方言使用频率偏低;40岁以上的

居民则正好相反。
以上数据显示:40岁是个体语言发展过程中很

重要的分界线。各种语言关系在个体语言使用实践

中的博弈和竞争,主要出现在40岁之前。40岁之

后,语言使用者的语言选择对象则偏向于所生活区

域的优势语言。
(二)家庭成员的语言忠诚度差异较大

语言忠诚,是竭力保持祖裔语言的一种情感和

行为。特别是当祖裔语言和外来语言发生矛盾甚至

被替代时,语言忠诚就显得格外重要。祖辈,毫无疑

问,是祖裔语言最忠诚的坚守者。处于语言成长期

的孩子,则会有明显的语言变化过程。“儿童或青少

年的语言使用往往会对家庭语言的变化具有重要影

·001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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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。由于受到学校教育、同龄群体、传媒等多种因素

的作用,这一群体的语言行为和语言态度又极易发

生变化。”[10]卡尔韦的一项研究显示:塞内加尔的孩

子喜欢从家庭语言转用当地的强势语言,马里的孩

子喜欢从自己的少数民族语言转用当地的强势语

言,尼日尔的孩子喜欢使用当地的强势语言。家庭

之外的同龄人、学校、言语社区、影视媒体等外部力

量,严重干扰着孩子的语言选择和语言意识的形成,
给家庭语言带来了新的冲突,同时也输入了新鲜的

血液。
父辈是家庭语言规划和家庭语言管理强有力的

推动者和执行者,并试图在家庭语言选择中寻找合

适的语言平衡点,以平衡祖辈的语言固守和孩子的

语言变异。父辈多言多语的语言意识更为明显,语
言能力高于祖辈和孩子。如王玲研究了南京市父辈

的语言实践情况。以父亲为例,父亲至少掌握普通

话、南京话和其他方言三种语言变体,并且根据具体

交际对象选择不同的语码。此外,本地人和外地人

的语码选择又有所差异。本地人和配偶交谈时,以
南京话为主,其次是普通话;和孩子交谈时,以普通

话为主,其次是南京话。外地人和配偶、孩子交谈

时,则以普通话为主,其次是方言。
斯波斯基论证了家庭内部夫妻之间、父母和孩

子之间的语言管理问题。在此基础上,我们还可将

家庭语言规划扩展至家庭所有成员,聚焦不同家庭

成员的语言发展、语言能力、语言意识、语言实践以

及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影响和作用。

  三、家庭语言习得环境的多样性

“语言习得是一个从理解输入语言的内容并吸

收到产出语言———把自己的意思表达、输出的过

程。”[11]从习得模式上看,语言习得有自然习得和后

天学习,如母语的获得、第一语言的获得,大多是自

然习得;而外语或第二语言的习得,大多依赖于后天

学习。从习得内容上看,语言习得包括语言知识习

得、语言素养习得、语言技能习得,等等。
家庭语言习得,既有自然习得,也有后天学习;

既有知识素养习得,也有技能应用习得。个体语言

习得过程需要相应的语言环境。从习得环境上看,
家庭语言习得,首先来自父母的语言实践行为。研

究表明,儿童最初的语言活动是从家庭开始的,接受

最早最多的语言刺激就是来自他们的父母。袁会晴

认为,尽管家庭环境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、家庭文化

水平、家长教育方式不尽相同,但是家长都能有意识

地、积极主动地在家庭内部开展语言教育。个人生

活经历、学校教师的影响、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、
周边家长的经验以及网络媒体宣传等,是家长开展

语言教育的主要参照依据。因而,家庭是处于语言

习得关键期的儿童最重要的语言习得场所。在家庭

语言环境中,儿童自然习得母语,获取母语能力。特

别是在移民家庭,祖裔语无法进入学校语言教育体

系,儿童习得祖裔语的唯一场所是家庭。申慧淑的

研究证实,出生在散居地区的第二代朝鲜族儿童,在
家庭习得朝鲜语,唯一的教师是父母。鲁比调查研

究了伦敦东部的孟加拉移民家庭,第一代移民(即祖

辈)承担了第三代移民(即孙辈)祖裔语习得的教育

职责。
“儿童一旦在家之外的地方开始有与外人接触

的机会时,外部影响就开始决定和支配着他们的语

言实践和世界观。”[8](P26)家庭之外的语言习得环境

呈开放态势,且复杂多变,比如学校、语言培训机构、
同龄人组成的交际圈、居住小区、宗教活动、各类言

语作品、传播媒介,等等。学校是学生社会化培养任

务的承担者。无论是母语教育,还是外语教育和第

二语言教育,学校都被赋予了重要的、无法替代的

“把关”功能(gate-keeping)。学校的语言教育以国

家通用语或民族共同语为对象,强调的是规范程度

和标准程度。随着语言社会功能的扩大和延伸,语
言教育逐渐产业化、商品化,由此催生出的语言培训

机构也分担着一部分语言教育职能。语言培训机构

主要提供母语运用能力培训(如演讲、朗诵、主持

等)、外语或第二语言听说读写及应试技能培训,可
以说是学校语言教育的拓展、补充。如果说学校和

培训机构是正规的语言教育机构,那么,同龄人组成

的交际圈、居住小区、宗教活动、各类言语作品、传播

媒介等,则可视为民间的语言教育机构,这也是家庭

语言习得不容忽视的环境。凯尔达斯研究了美国路

易斯安那州的一个英法双语家庭,发现家庭内外影

响力是相互的,外部的语言环境决定孩子的语言学

习、语言选择和语言使用。赵凤珠认为,同龄人相互

学习是儿童傣语习得的重要途径,此外,如果把儿童

送到祖辈生活的村寨,孩子也会慢慢学会并自觉使

用傣语。[12]王玲发现,南京中小学生学习南京话的

途径有家庭、周围同学和朋友、邻居、媒体等。[1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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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内部语境和家庭外部语境使得儿童接触到

更多更新的语言资源,所以两者并非二元对立,而是

内外互补、相互促进,共同构成家庭语言习得环境的

层级体系,见图1。

图1 家庭语言习得环境的层级体系

  家庭语言的习得环境内外兼容,各有所长。所

以,从习得角度考虑,家庭语言规划的参与者不仅仅

是家庭成员,学校和培训机构的老师、儿童的玩伴、
邻居、媒体等非家庭成员都有可能成为家庭语言规

划的参与者。
每一个语言域都有自己的语言规划,但同时又

和其他语言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同样,家庭语

言规划不是以家庭为封闭空间的,相对孤立、相对平

面化的规划体系,其立体式框架中还包括语言或非

语言的成分、家庭或非家庭的要素。因而,家庭语言

规划的多元化,是制定或研究家庭语言规划时值得

深思的问题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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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Familylanguageisanintegralpartofsociallanguagelife,whichconfirmsthedevelopment
andchangeofsociallanguagelifefromthemicrolevel.Familylanguageplanningisthemanagementof
familylanguagelife.Becauseofthediversityoffamilytypes,planningobjectsandfamilylanguageacquisi-
tion,familylanguageplanningshowsobviousdiversificatio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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